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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云南方志中种人内容及滇夷图的研究，以普洱府为具体区域分析清政府对滇南民族的认

知推进过程。清朝设立之初，清政府对云南民族的认知主要是承袭明代已有的知识。随着雍正七年（1729）普洱府

的设立，清政府对滇南民族的认知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推进拓展趋势，并在乾隆时期达到了高潮，而嘉庆与道光时期

政府对滇南民族的认知主要以深入细化完善为主。清政府对西南边疆民族的认知，存在一种“由熟及生——由生变

熟——再次由熟及生”的链条状认知模式，在空间上呈现出由东北向西南推进的地理轨迹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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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自古为多民族聚集的地区，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性格、风俗与文化，对民族情况的认知，直接影响到政府民族政策的制

定实施与调整。国家政权对一个原来并不了解的陌生民族，从开始接触到有所了解再到形成认知，或对原来有一定了解的民族

加深认知形成更完善准确的认知体系，使得国家能够依据民族认知对不同的民族情况做出判断，制定施行适宜的政策，进而逐

步深入强化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实现在民族地区的国家政权有效管控。因此，对不同民族的情况有准确的认知，是国家政权能

在民族地区进行有效治理的前提。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民族认知体系的形成演变，对近现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这在多民族

聚居的云南表现尤为明显。普洱府是雍正年间清政府在滇南新设置的府级政区，清政府与普洱不同民族先后接触、了解、辨识、

逐步将其纳入政府管理体系的过程，是清代国家政权民族认知体系构建、完善与拓展进程的典型反映。清政府采取了与明朝不

同的民族认知模式，更高效快速，也在更大空间范围内推进与拓展着对云南民族的认知。 

一、康熙朝对普洱地区民族认知情况与普洱府设置始末 

普洱从古至今一直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各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会集、融合、定居、分化、迁移，民族情况极其复

杂。明代云南最后一部省志天启《滇志》专目《种人》，对当时的 44种云南民族做了详略不等的记载 1。所涉地理范围，在滇西

南方向最远只到思陀甸司（今红河州红河县西南），而思陀甸正是明代汉人移民在西南方向所到达的最远处(2)。这反映出明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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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所接触与了解的民族，主要是与汉人移民聚集区接壤的、有直接接触的民族。而对于思陀甸司更西南边的车里宣慰司区域，

政府只了解宣慰使这一民族上层，对该地区普通民族百姓的情况所知无几。康熙《云南通志》中种人的内容，除个别字词外完

全抄录天启《滇志》
(3)
，反映出在康熙时，清政府对云南民族情况的认知停留在明末的水平，对车里宣慰司的民族认知较为薄弱。 

普洱原属车里，车里古称“彻里”，西汉时属《史记》所载西南夷的范围，东汉永昌郡设立之后直至南北朝时期，车里属

永昌府管辖。唐朝时为南诏银生节度所辖，其后为大理的景眬地。元代设立车里路军民总管府，因此志书才说“元始内附”(1)。

明时车里设宣慰司，其辖“东至落恐蛮界，南至波勒蛮界，西至八百宣慰司界，北至元江军民府界，西北通孟琏长官司。”(2)

大致为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全境、普洱之宁洱县、思茅区两地，以及今老挝孟乌怒、孟乌太两地。天启七年（1627），元江土

知府那氏实际控制车里。清顺治十六年（1659），吴三桂率军击败那嵩，控制了车里。顺治十八年（1661），吴三桂以普洱、思

茅、普藤（今景洪之普文）、茶山（今景洪基诺山区）等为十三版纳，划归元江府管辖。同年，原车里宣慰司“凯冷裔孙刀穆祷”

归附，仍授车里宣慰司。康熙三年（1664），调元江府通判分防普洱(3)。雍正七年（1729）七月，清政府将原属车里的澜沧江以

内六版纳地划分出来，正式设立普洱府。 

二、雍正时期对普洱民族认知的拓展与民族认知模式的显现 

雍正时期，清政府对云南民族的认知取得了显著的、巨大的进步，这在雍正《云南通志》中有明显的表现。雍正《云南通

志·种人》卷中，出现了 24种此前方志中并没有记载的民族。在这 24种新认识的民族中，分布在滇南地区的有山苏（临安）、

喇乌（临安、景东）、糯比（元江）、黑铺（元江）、卡惰（元江）、猡黑（顺宁）、利米（顺宁）、小列密（云州）、大猓黑（云州）、

卡瓦（永顺东南，辣蒜江外）、苦葱（临安、元江、普洱）、黑濮（威远、普洱、元江）12 种(4)。可见当时对云南民族认识的重

点区域是在滇南。其中，苦葱、黑濮两个民族被明确指出分布于普洱府境内。 

雍正《云南通志》对苦葱（今拉祜族苦聪人）的记载为： 

临安、元江、普洱皆有之。性俭，居山崖，种荍稗度日。男女混杂，不知礼义。衣服多同糯比(5)。 

从此条资料可以看出，清政府对苦葱人的分布地域范围，民族性格、居住习惯、生计方式、社会礼仪及服饰特点等情况有

了基本的了解。而作为一新认识的民族，政府对其的了解是参照另外一个民族群体——比苦葱人更早进入官方视野的——糯比

来进行的。 

糯比也是雍正《云南通志》新增记载的民族群体之一，其记载为： 

元江有之，即阿泥之别种。风俗与阿泥同(6)。 

而阿泥即窝泥的别称。窝泥在天启《滇志》中已有记载，雍正《云南通志》中窝泥人文字除地名有所更改外基本抄录了天

启《滇志》的文字，具体为： 

窝泥，或曰斡泥。男珥环跣足，妇衣花布衫，以红白锦绳辫发数绺，海贝杂珠，盘旋为螺髻，穿青黄珠，垂胸为络，裳无

襞积，红黑纱缕间杂，饰其左右，既适人，则以藤束膝下为识。娶妇数年无子，则出之。丧无棺，吊者击锣鼓摇铃，头插鸡尾

跳舞，名曰‘洗鬼’。忽泣忽饮，三日采松为架，焚而葬其骨。祭用牛羊，挥扇环歌，拊掌踏足，以锃鼓芦笙为乐。食无箸，

以手抟饭。勤生啬用，集贝一百二十索为一窖，死则嘱其子：我生平藏贝若干矣，汝取某处窖，余留为来生用。’临安郡属县

及左能寨、思陀溪处、落恐诸长官司，景东、曲靖皆有之。在南安州又曰和泥，男子剪发齐眉，衣不掩胫。饮酒，以一人吹芦

笙为首，男女连手周旋，跳舞为乐。死以雌雄鸡各一殉葬。阿迷州称阿泥，邓川州称俄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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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出，这里存在一个清晰的民族认识推进链条：阿泥——糯比——苦葱。清政府通过先前已经有所了解的阿泥人，

将新认识的糯比人划为其分支，又进而接触并了解了与之有相似之处的苦葱人。 

从阿泥、糯比、苦葱分布地域来看，阿泥在阿迷州，糯比在阿迷州西边的元江府，苦葱在元江府西南的普洱府，这里同样

存在一个清晰的由东北向西南的空间地理推进轨迹：阿迷——元江——普洱。 

从民族和地理两个推进轨迹可知，在康熙、雍正时期，清政府对滇南民族的认识，是以一种链条推进的方式进行的。通过

原先已经纳入管控、有相当了解的民族，接触与之比邻而居的新民族，对其各方面情况有所了解，形成一定的认知体系，将其

由陌生变为熟悉，然后又再次接触与熟悉的民族相邻的新民族，不断向外推进。所以，对阿泥、糯比、苦葱 3 个民族的认知进

程，开始是由已经熟悉的阿泥为基础与介质，去接触认知与之毗邻的陌生的糯比。随着统治的深入，原本陌生的糯比变得熟悉，

再次以其为基础与介质，去接触认知陌生的苦葱。所以，对这三个民族认知的过程，呈现出“由熟及生——由生变熟——再次

由熟及生”的链条模式，而与之相对应的，在地理上是一个由东北往西南不断拓展的过程。 

阿迷在明洪武十六年（1383）设土知州，正统元年（1436）改设流官，崇祯三年（1630）复设土官。康熙五年（1666），阿

迷州土官阿侧因军功被授土知州世职。雍正二年（1726）改流
(1)
。明代对窝泥人已有认知，因此阿迷境内的窝泥人分支阿泥人对

于清政府官员来说，是属于比较熟悉的、有相当了解的民族群体。元江位于阿迷之西，在明为元江军民府，顺治十六年（1659）

元江即进行了改土归流，设元江军民府(2)。因改流时间较长，对其境内的民族的认识比较深入，因此在雍正《云南通志·种人》

新增加的 24种民族中，元江一地达到了 5种，包括糯比。虽然糯比是新记录的民族，但因其风俗特点，官方判断这一新群体是

窝泥人的分支，因此相对来说也不算陌生。普洱府又位于元江之西，为新设府，对生活于其范围内的民族，清政府完全陌生。

普洱府设立之后，清政府才有条件有机会在和平的状态下与普洱境内的苦葱等民族接触，形成初步的认知。在普洱府设立之前，

对普洱民族情况积累一定的认知，是普洱府设立的前提条件之一。而普洱府设立之后，有更好的条件对其境内的民族做进一步

的了解，对民族情况有了更加深入、细致、清晰的认知。因此可以说，普洱府的设立，即是民族认知不断推进“由熟及生”的

结果，也是“由生变熟”并再次“由熟及生”认知持续推进的基础和保障。 

三、乾嘉道时期认知推进深化与民族认知模式的验证 

在雍正朝的基础上，乾隆时期政府对普洱的民族认知持续了这种推进拓展的趋势，并进一步验证了“由熟及生——由生变

熟——再次由熟及生”的认知模式及由东北往西南的空间推进轨迹。乾隆朝云南并未修纂省志，但另有一种文献——滇夷图(3)，

对此有更为直观的反映。 

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皇帝下谕旨曰： 

上谕军机大臣等：我朝统一寰宇，凡属内地苗夷，莫不输诚向化，其衣冠状貌，各有不同。今虽有数处图像，尚未齐全。

著将现有图式数张，发交近边各督抚，令其将所属苗、4)、黎、僮，以及外夷番众，俱照此式样，仿其形貌衣饰，绘图送军机

处，汇齐呈览。朕以幅员既广，暇荒率服，俱在覆含之內，其各色图样，自应存备，以昭王会之盛。各该督抚等，或于接壤之

处，俟其順便往来之时，或有人前往公干，但须就便图写，不得特派专员，稍有声张，以致或生疑畏。俟伊等奏事之便，传谕

知之(4)。 

此条资料表明，清中央政府核心层对其疆域范围内诸多民族及“外夷番众”有强烈的了解欲望，对于不同民族彼此间存在

差异、各自民族的特点以及政府对此认识并不全面的现状有清晰的认识：“其衣冠状貌，各有不同，今虽有数处图像，尚未齐

全”，基于此，清廷通过行政命令，在前期工作“现有图式数张”的基础之上，制定了工作规范“俱照此式样”，主要由“近

边督抚”负责，在边疆地区进行民族情况的调查了解，所收集及形成的系统资料“送军机处”。乾隆皇帝发布诏谕，由督抚这

样的高级官员主管，其成果送交清廷最高决策机构“军机处”，由此可见此项工作在当时受到的重视程度，对清政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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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言而喻。 

此条诏令的最显著成果，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清中央编制完成《皇清职贡图》，《皇清职贡图》卷七为云南卷，以图文

并茂的方式记载了云南各地 36种民族的情况，其中指明在普洱府境内有分布的有 5种：僰夷、蒲人、苦葱、莽人、扯苏。对僰

夷、蒲人、苦葱、扯苏这 4个在此前已有所认知的民族的情况，《皇清职贡图》有了更全面准确的记载，僰夷、蒲人明确了在普

洱府境内也有分布。苦葱、扯苏则有更加丰富的情况记录在案。如苦葱，《皇清职贡图》图画为男子为负弩佩刀，椎结跣足的形

象，女子同样椎髻跣足，胸勒背带，背负竹笼。其文字为： 

苦葱，爨蛮之别种。自元时归附，今临安、元江、镇沅、普洱四府有此种。居傍山谷。男子椎结，以蓝布裹头，著麻布短

衣，跣足。挟刀弩，猎禽兽为食。妇女短衣长裙，常负竹笼入山采药。土宜禾稻，岁输粮赋。其在三猛者，以六月廿四日为年，

十二月廿四日为岁首。至期烹羊豕祀先，醉饱歌舞(1)。 

可以看出，乾隆时官方认为苦葱人属于“爨”这一民族群体，梳理了苦葱人在历史时期与中央王朝的关系“自元时归附”，

对苦葱人的分布地域更加明确“临安、元江、镇沅、普洱四府有此种”，对其男女外貌衣饰特点从雍正时的“衣服多同糯比”

到对其男女各自的发型、衣着有详细生动的描述。其生计方式也从简单的“种荍稗度日”详细到是捕猎、采集、耕种三种方式

混合，从“男女混杂，不知礼义”到细致记载其节庆、祭祀的风俗特点。尤为重要的是，在乾隆朝，苦葱人已经“岁输粮赋”，

纳入了政府的管理体系。 

在雍正时期编纂《云南通志》时，政府刚刚接触了苦葱人，双方都还处于陌生的，相互了解的阶段，对其情况还不甚了解。

在乾隆二十六年《皇清职贡图说》编绘之时，清政府已经对苦聪人这个民族较为熟悉，有了相当深入的认识，基于这种认识基

础，采取了相应的统治措施。 

在中央编撰《皇清职贡图》的带动下，在乾隆朝及其以后，云南出现了多部夷人图说。地方上大量滇夷图的出现，大大丰

富了政府对云南各地民族的认识，也表明清政府对其治下民族的认知逐步深入基层，处在“由生变熟”的信息消化整理进程中，

力求对民族情况的把握更加清晰准确、全面丰富。 

成书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的《滇省西南诸夷图说》，其作者为贺长庚，他在开篇序言中说道： 

诸姓散居三迤。不知纪□(2)。名号差殊，语言服食因之各异。我朝声教远敷，诸夷与汉人杂居者，多知向化读书习礼，不惟

列庠食饩者比比而出，且缀科名登仕版者亦颇有人。服食婚丧悉变汉俗，讳言为夷矣。惟边域岩栖谷处之辈犹仍夷风，其种尚

繁。此守土者之责而醜类又不可不辨也。予滥竽仕籍，历篆滇之三迤，体访治夷之情而难易不齐，爰就耳目所及，绘以四十四

种并录其概于端，非欲争奇好异，聊备为治之采访云(3)。 

贺长庚，湖北钟祥人，曾于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年（1773-1775）、五十二年至五十四年（1787-1789）两次出任迤南兵备道

（驻普洱）道员，并于乾隆五十五年至五十八年（1790-1793）任普洱府知府(4)。作为长期任职于滇南的地方官员，贺长庚对其

治下民族众多，且各具特色，彼此差异的情况有清醒的认识，从地方官的立场，出于为行政治理服务的目的而绘制此书。而其

中的内容，是他在任之内“耳目所及”亲身经历，其真实性毋庸置疑。 

《滇省西南诸夷图说》中收录民族群体 44种，明确记载分布于普洱府境内的有 12种：黑猓猡（宁洱）、瓢头窝泥（宁洱）、

旱摆夷（宁洱）、卡高（宁洱）、濮蛮（宁洱）、苦葱（宁洱）、民家（思茅）、三作毛（思茅）、黑窝泥（思茅、宁洱）、沙人（思

茅）、水摆夷（宁洱）、莽子（九龙江外）(5)。仅从数量上来说，比之雍正《云南通志》与《皇清职贡图》的记载，便是巨大的飞

跃。对民族群体的分布地域从府一级深入到了下辖的县、厅一级，这表明清政府官员对普洱民族的分布地域有了更为精准的掌

握。地域范围向西南延伸到了九龙江外。而对于民族的辨识，也深入到了同一民族下的不同的支系，如窝泥便分出了“瓢头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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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与“黑窝泥”，摆夷也具体区分出了“旱摆夷”与“水摆夷”。瓢头窝泥、旱摆夷、卡高、三作毛、黑窝泥、水摆夷作为

独立的民族条目为《滇省西南诸夷图说》所新增，表明乾隆时期以贺长庚为代表的政府官员对普洱地区民族情况认知的推进，

在对已经有接触的民族群体加深了解“由生变熟”的同时，也在接触认识新的民族群体，继续由东北向西南延伸拓展“由熟及

生”的民族认知链条。 

对于已经有所记载的民族群体，贺长庚并没有抄袭前人，而是用自己的语言与图画对其民族形象进行记载描述。仍以苦葱

为例，其文字为： 

亦属宁洱。性粗鄙。男穿青蓝衣裤，女着裙，腰系海□(1)为饰。居处无定。喜食臭辣物。以烧炭割草谋生(2)。 

文字虽简，但图画信息丰富。所配图画描绘了重山之间苦葱一家四口挑炭负草前行的场景。贺长庚除对苦葱人男女服饰特

点，饮食喜好有了更细致的了解外，在生计方式方面明确指出，除采集、捕猎、种荍之外，烧炭割草已成为苦葱人主要的生计

手段，而只有周边有定量稳定的需求，售卖烧炭草排才能成为可靠的谋生方式。这表明在乾隆时期，苦葱人与外界其它民族的

交往联系日益密切，有了稳定的贸易往来。从《皇清职贡图》到《滇省西南诸夷图说》对同一民族群体记载的变化可以看出，

清政府对滇南少数民族的认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的变化、民族情况的变化在不断的修订中。 

嘉庆二十三年（1818），时任云贵总督的伯麟向嘉庆皇帝进呈《伯麟图说》，伯麟在《进云南种人图说》一文中说： 

（滇省）百蛮与汉民杂居，嗜欲习俗有相协相洽，亦有未尽协洽，其负险阻，育种族，尠闻禁教者，刚柔脆悍，聚散踪迹，

什淳一浇，亦百不一律，故同一边壤而其控驭绥靖之势各有所宜……责成守土长吏，宽其筹备，募练选谍，以稔夷情，安拊淳

良，专歼盈贯
(3)
。 

伯麟作为清廷封疆大吏，认为对不同的民族群体应采取因人而异，因地制宜的治理政策，淳良者安抚，盈贯者歼灭，而实

施差异化治理的前提，便是“稔夷情”，需要对云南的诸多民族的民族性格、民族特点、不同民族间的差异性有清晰的认识，

而《伯麟图说》正是这样的产物。 

《伯麟图说》（即《滇省夷人图说》）中明确指出分布于普洱境内的民族有 17种：旱百彝（普洱）、苦葱（普洱）、阿卡（普

洱府属）、艮子（思茅边外）、莽子（思茅边外）、三作毛（思茅）、黑濮（威远）、黑窝泥（思茅）、龙人（普洱府近郭）、缅和尚

（普洱）、花百彝（普洱）、戈罗（思茅边外）、老挝（普洱府边界）、长头发（普洱九龙江）、绷子（思茅边外）、窝泥（普洱）、

糯比（普洱）。即有旱百彝、苦葱、三作毛、黑濮、黑窝泥、花百彝、窝泥、糯比这些已知的民族群体，也有阿卡、龙人这样被

新辨识、新了解的民族群体。龙人被明确指出分布于普洱府府城周边，可见在各种统治秩序已经相对完善的，流官治下的普洱

府府城这样“腹心”地方，“由生变熟——由熟及生”的民族认知过程在同时发生与进行，而在“思茅边外”，同样有“莽子”

这样已有认知的民族，也有艮子、戈罗、长头发、绷子这样新被载入的民族群体，甚至于“普洱府边界”的老挝，也开始对其

普通民众的习性特点有了了解。“由熟及生——由生变熟”的过程也在同时推进。 

到道光时期，云南再次修纂了省志《云南通志稿》。其书凡例关于种人曰： 

滇属蛮方，诸蛮之事为多，旧志俱杂入各类中，殊未明晰。今另立南蛮志一门，又次志其子目五：曰群蛮，考诸蛮受中朝

封列五等者入封爵，受中朝冠带为群吏者入土司，其不受中朝爵命，自相雄长，及未受爵命，以前既叛以后事迹繁多，类无所

归，今为群蛮一门，悉隶于是，俾效命者荣膺圭组，叛乱者屏诸远方，于记载中亦微寓旌别之意……曰边裔……曰种人，旧志

附入土司，今另为一门列于此，并广所未备集说绘图，盖略仿皇朝职贡图之意。曰贡献……曰方言(4)。 

道光《云南通志稿·种人》内容有六卷之多，仿照《皇清职贡图》，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记载了 141种民族群体的情况。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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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形象部分来源于《伯麟图说》，部分有所不同。而其文字则是汇集各文献相关记载。如苦葱条，便是汇集了《皇清职贡图》、

雍正《云南通志》、道光《他郎厅志》、《宁洱县采访》、《思茅厅采访》5种文献中苦葱的内容而成。除前文已录的《皇清职贡图》、

雍正《云南通志》外，《他郎厅志》《宁洱县采访》对苦葱的记载为： 

思茅、威远、他郎、宁洱有之。性情淳良，近亦颇知礼义。男子穿青蓝布短衣裤。女穿蓝布长衣，下著蓝布桶裙，短不掩

膝。耕种之外，男多烧炭，女多织草为排，负鬻于市。剥蕉心煮食，亦负薪入市(1)。 

《思茅厅采访》记载为： 

形状粗野，打猎为生，居处无常，山荒则徙
(2)
。 

在道光《云南通志稿·种人》中，分布在不同地域的苦葱人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如宁洱、他郎的苦葱人务农耕，有固定的

贸易行为。而思茅地区的苦葱则游猎为生，迁徙不定。但清政府仍能清晰地将不同地域的苦葱人归为一个民族群体，表明当时

的官方对苦葱人的文化特征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从而能对不同地域的群体作出属于同一民族的界定。 

从道光《云南通志稿·种人》内容来看，通过对多种资料的梳理，清政府对苦葱等不同民族的名称、族属、民族性格、分

布范围、生计方式、外貌服饰、祭祀信仰等各方面，都有了更加全面、更加具体、也更加准确的认识。道光《云南通志稿》是

对云南少数民族资料的一次大汇集、大总结，形成了当时对云南少数民族最全面，最丰富的资料体系，代表了当时清政府对云

南少数民族认知的最高水平。基于此，清政府对云南不同民族的基本性格特点、文化特征能够相对准确地进行把握，从而进行

民族识别、族属判定、民族政策制定实施与调整等复杂的民族管理工作。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康熙时清政府沿袭了明代对滇南少数民族的认知，雍正、乾隆时期，政府对滇南少数民族的认知，

主要是处于“由熟及生”的推进阶段，不断发现接触和了解新的民族群体，在文献上表现为有新的民族条目与文字出现。而嘉

庆、道光两朝则是处于“由生变熟”的深入细化阶段，主要是对前期接触的民族，不断丰富、完善和修正认知，以期形成对少

数民族各方面情况准确的认知体系，文献上则是相同民族条目下内容记载的调整、变化。地理空间上是一个由腹心向边缘，由

东北向西南拓展的过程。对已知的民族进行深入了解和接触了解新的陌生的民族群体，两个过程同时进行，并行不悖。 

四、清代后期民族认知模式的中断 

若无外力干扰，在其后的历史时期，清政府对滇南民族的认知应该再次进入“由熟及生”为主的阶段，再次出现民族数量

增加、地域拓展、文献记载增益的情况。但历史的发展打断了这种进程。咸同时期，云南发生了杜文秀起义，政府全力围剿，

无暇顾及少数民族认知方面的工作，因此这一时期没有“种人志”“滇夷图”类的文献出现。进入光绪朝后，中国西南边疆受

英法蚕食加剧，边疆安全问题突出。生活于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成为影响边疆问题走向的重要因素，对其加深了解成为必然现

实要求。因此在光绪年间再次出现了一个认知了解滇西南少数民族的高潮。正如光绪年间普洱府知府陈宗海所说： 

普洱之为地边之边者也，往时边患仅蛮夷耳，今则法据越南，自两乌达猛烈已出普洱，之后英吞缅甸，由孟艮达车里，而

思茅适当其冲。互市通商，时局日异(3)。 

在这一时期，清政府对边疆少数民族的认知与乾隆朝有明显的不同，是以被动的、应激式地方式来进行，光绪时期出现了 6

部滇夷图即是其表现。光绪时期的滇夷图，民族图像与文字，多是节录抄袭前人的成果，如光绪十八年（1892）成书的《云南

种人图说》(4)即是贺长庚《滇省西南诸夷图说》的节抄本，构图与人物形象基本一致，而文字除一些地名外也基本相同。光绪时

期云南的两部省志光绪《云南通志》(5)与光绪《续修云南通志》(6)中有关种人的内容，也抄录于道光《云南通志稿》，可见这一

时期，虽然出现了了解边疆少数民族的迫切需要，但仍然以沿袭前人的认知为主。1913 年出版的《古滇土人图志》
(7)
，虽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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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少数民族的称谓继承了传统的种人志的叫法，但却是用西方人物肖像素描的手法描绘云南少数民族形象，彻底改变了沿袭

至清末的传统的“种人志”与“滇夷图”的文献记载方式。在列强的压迫下，清政府传统的“由熟及生——由生变熟——再次

由熟及生”少数民族认知模式也难以再延续。 

明代大量汉族移民进入云南，改变了云南“夷多汉少”的民族结构。政府对云南民族的认知，是以汉族移民区为依托，来

认知分布在汉族移民区周边，与汉族移民有直接接触的民族。其拓展与推进受限于汉族移民区的地理位置与规模，进展有限。

对于其疆域内没有汉族移民聚集区的广大区域，如滇南车里宣慰司辖地内的诸多民族，政府就鞭长莫及，所知寥寥。明代的民

族认知，有如滴落纸张的墨滴，认知力度水平都呈现出中心强，边缘弱，由内而外逐渐减弱淡化的特点。 

清政府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民族认知模式，以一个原先有接触了解的比较熟悉的民族，去认识其西南边的与之比邻而居的

另一个原本陌生的民族，经过一段时间的信息消化与整合，对这个原本陌生的民族有了相当的了解，形成了一定的认知体系，

陌生变成了熟悉，又再次开始向西南推进，再次去认识新的民族。这种链条式的民族认知模式，突破了汉族移民聚集区的空间

局限，甚至不再受限于流官统治区域的政治局限，对诸多仍处于土司统治的，甚至是与邻国接壤地带的民族逐渐有了了解与认

知。这种更高效、拓展速度更快、空间推进更明显的民族认知模式，使得清政府比之明朝能更准确地认识边疆，能更有效地对

边疆实施管控。普洱府作为新设政区，政府对其辖区内诸多民族认知体系形成的过程，典型反映了清政府在滇南的民族认知链

条推进模式与空间拓展进程，而这个模式推进与空间拓展过程，是清朝国家权力逐步深入边疆，管控力度不断加强的典型反映。 

注释： 

1（明）刘文征，古永继校点.天启滇志[M].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994-1002。 

2陆韧.明代云南汉族移民定居区的分布与拓展[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03):74-83。 

3（清）范承勋等.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云南卷[M].苏州：凤凰出版社，2009:97-103。 

4（清）李熙龄.普洱府志（3)[M].1851:1。 

5（明）刘文征，古永继校点.天启滇志[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986。 

6尤中.尤中文集（1)[M].云南大学出版社，昆明：2009: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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